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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表征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时空差异性,探究产水量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基于降水量、参

考作物蒸散量、土壤深度、根系深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参数,利用InVEST模型可视化祁连山国家公园

1990—2018年产水量时空格局,使用地理探测器并结合情景模拟方法,评估和量化气候、土地利用、植被、

地形等因子对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空间异质性和产水量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1990—2018年研究

区产水量以0.56×108m3/a的速度显著增加,在空间上呈自西向东递增趋势;(2)耕地和林地产水深度最

大,未利用土地和草地是研究区产水量的主要贡献者,且产水深度高值区位于3200~4600m高海拔处;

(3)降水量是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第一驱动因素,与实际蒸散量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的交互作用占主导地

位;(4)1990—2018年,气候变化是产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对总产水量影响为正向作用,其次为土地

利用变化,主要影响产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对总产水量影响不大。研究成果可进一步为祁连山国家公园

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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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accuratelycharacterizethespatialandtemporalheterogeneityofwateryieldinQilianMountains
NationalParkandexploretheinfluencingfactorsanddrivingmechanismsaffectingwateryield.TheInVEST
modelwasusedtovisualisethespatialandtemporalpatternofwateryieldintheQilianMountainsNational
Parkfrom1990to2018basedontheparametersofprecipitation,evapotranspirationofreferencecrops,soil
depth,rootdepth,andlandusetype,usingageo-detectorandcombinedwithascenariosimulationmethods
toassessandquantifytheeffectsofclimate,landuse,vegetation,terrain,andotherfactorsonthespatial
heterogeneityandchangesinwateryieldintheQilianMountainsNationalPark.Theresultsshowedthat:
(1)From1990to2018,thewateryieldinthestudyareaincreasedsignificantlywithatrendof0.56×108

m3/a,withaspatialincreasingtrendfromwesttoeast.(2)FarmlandandForestlandhadthelargestwater

yielddepth,andUnusedlandandGrasslandwerethemaincontributorstowateryieldinthestudyarea.The
high-valuewateryielddepthareaswerelocatedathighaltitudesbetween3200mto4600m.(3)Precipitation
wasthefirstdriverofspatialheterogeneityofwateryield,andtheinteractionwithactualevapotranspiration
andlandusetypedominates.(4)From1990to2018,climatechangewasthemaindriverofchangesinwater
yield,withapositiveeffectontotalwateryield,followedbylandusechange,whichmainlyaffectsthe
spatialdistributionofwateryieldchangebuthadlittleeffectontotalwateryield.Theresearchresultscan
furtherprovidethebasictheoreticalforthewaterresourcesmanage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
QilianMountainNational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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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水量可描述流域水资源可用性,是区域土地利用

规划以及可持续发展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干

旱区,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农业、工业、水
电、渔业和娱乐活动至关重要[1]。产水量是众多生态系

统服务中最具价值的服务之一。产水量对区域生态系

统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产水量与用水量的

不平衡可能阻碍区域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已有研究[2]表明,产水量与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和人

类活动有紧密的关系,独特、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子

的影响使得产水量在研究区内部空间差异较大,存在明

显的异质性,也加大水资源科学管理难度。因此,研究

产水量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是非常必要的,可为研究区

的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随着遥感(GIS)技术和水文模型的快速发

展,使得产水量可视化描述、时空变化得到清晰的阐述。
目前,通常采用SWAT(soilandwaterassessmenttool)、

TOPMODEL(topographybasedhydrologicalmodel)和

InVEST(integratedvaluationofecosystemservicesand
trade-offs)等模型来评估产水量。InVEST模型作为近

年来被广泛使用的优势模型,其模型中的产水量模块

基于水平衡原理,考虑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渗透性

的空间差异及地面粗糙度、地形等因素的影响,以栅

格为单元定量评估不同景观类型的产水量[3],适用于

不同尺度产水量的评估,参数调整灵活,最终以可视

化的空间形式表达。目前,国外学者把InVEST模

型 应 用 到 很 多 国 家 和 地 区,如 Redhead 等[4]、

Sánchez-Canales等[5]和Shaw等[6]分别对英国多条

河流、西班牙地中海流域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产水

量进行评估,并取得很好的应用效果。国内学者应用

InVEST模型研究东北地区[7]、云南省[8]、横断山

区[9]、伊洛河流域[10]和中国喀斯特山地地区[11]等区

域的水源涵养量或产水量的时空变化。
祁连山国家公园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

屏障,也是河西走廊极为重要的水源产流地,水资源一

直是制约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水平的重要因素之

一。当前,InVEST模型在祁连山地区也得到应用,魏培

洁等[12]、赵亚茹等[13]和李芳等[14]分别对祁连山地区

的疏勒河上游、石羊河上游和黑河流域上游的产水量

进行研究发现,产水量是气候、土地利用以及地形等

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在不同的流域中,产水量

响应这些影响因子的方式是异质的,具有不同的特

征。此外,哪种单一因子或复合因子是祁连山国家公

园产水量的主控因子尚不明确。同时,随着全球气候

变化,很多区域出现地表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急剧恶

化等问题[15],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目前,针对

祁连山地区的产水量时空变化进行分析,但关于祁连

山国家公园产水量时空分布相关研究较少,此外尚无

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
鉴于此,基于InVEST模型,评估1990—2018年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产水量,基于ArcGIS可视化祁连

山国家公园产水量的时空格局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

结合情景模拟法量化产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和产水

量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素,旨在探索祁连山国家公园

产水量时空变化特征,量化复合因子对产水量的贡

献,揭示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时空变化的驱动机

制。可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水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发

展提供理论依据,将有利于祁连山国家公园以及河西

走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对保障水资源安全和生态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祁连山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17年9月,横跨

甘肃、青海两省,其南部为青藏高原,北部为河西走

廊,海拔为1761~5766m(图1),区域狭长,总面积

为5.02×106hm2,其中甘肃部分为3.44×106hm2,
青海部分为1.58×106hm2。气候主要属于高原山地

气候,年均气温低于4℃,年均降水量约为400mm,
具有太阳辐射强,昼夜温差大等特点。研究区水资源

丰富,是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三大内陆河流的发源

地。内有雪山、冰川、森林、灌丛、草原、草甸、沼泽、湿
地等多种土地利用类型,也是我国重要的野生动物多

样性保护区,自然环境多样[16]。

图1 研究区概况

1.2 数据来源

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和1990—2018年29
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

中心(http:∥www.resdc.cn/data),分辨率分别为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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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其中土地利用类型包含6种一级类和26种二级类。
所需1990—2018年研究区17个逐日气象站点数据来自

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cma.cn/),气象站

点数据主要包括逐日降水量、气温、日照时间、风速和相

对湿度;土壤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cn),分辨率为1000m;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数据来自国家青藏高原数据中心(https://data.tpdc.
ac.cn/),分辨率为30m。

1.3 研究方法

1.3.1 产水量 产水量是基于InVEST模型中产水量

模块进行计算获取,通过降水量、参考作物蒸散量、土壤

深度、根系深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参数计算获得1990—

2018年的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具体计算公式为:

Yxj=(1-
AETxj

Px
)×Px (1)

AETxj

Px
=

1+ωxRxj

1+ωxRxj+
1
Rxj

(2)

式中:Yxj为土地利用类型j 上栅格单元x 的年均平

均产水量(mm);AETxj为土地利用类型j 上栅格单

元x 的年实际蒸散量(mm);Px 为栅格单元x 上的

年降水量(mm);Rxj为Bydyko干燥指数(参考作物

蒸散量与降水量的比);ωx 为气候与土壤属性的非物

理参数。

ωx=Z
AWCx

Px
(3)

Rxj=
Kxj×ETO

Px
(4)

式中:Z 为Zhang系数,其值为1~10;AWCx 为植物

可利用含水量(mm);Kxj为植物蒸散系数;ETO 为

参考作物蒸散量,计算公式为:

ETO=
0.408Δ(Rx-G)+γ

900
Tmean+273

u2(es-ea)

Δ+γ(1+0.34u2)
(5)

式中:ETO 为参考作物蒸散量(mm/d);Rx 为地表净辐

射[MJ/(m·d)];G 为土壤热通量[MJ/(m2·d)];Tmean

为日平均温度(℃);u2 为2m处日平均风速(m/s);

γ 为干湿表常数(KPa/℃);es 为饱和水汽压(KPa);

ea 为实际水汽压(KPa)。

1.3.2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由因子探测器、风险

探测器、交互作用探测器和生态探测器组成,是探测因

变量空间分异性的方法,如果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分

布具有相似性,则该自变量对因变量就具有重要的影

响,空间相似性越大,影响程度也越大[17]。以10年为间

隔,从已计算出的1990—2018年的产水量中选取1990
年、2000年、2010年和2018年的产水量为因变量,应用

因子探测器、风险探测器来探测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主

导因素。选取降水量、气温、实际蒸散量、土地利用类

型、NDVI、高程、坡度和坡向作为驱动因素。利用

ArcGIS10.7软件创建渔网,生成2144个样点,除去

空值样点,对剩余的2102个样点进行分析。
(1)因子探测器:探测产水量的空间异质性,明

确各驱动因素对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解释程度,用q
值表示:

q=1-
∑
L

h=1
Nhσh

2

Nσ2 =1-
SSW
SST

(6)

SSW=∑
L

h=1
Nhσh2 (7)

SST=Nσ2 (8)
式中:L 为因变量或变量的分层;N 和Nh分别为区

域或h 层某种因子的栅格数量;σ2 和σh
2 分别为全域

和h 层产水量的方差;SSW 和SST分别为不同层内

方差之和与全区总方差;q 值为驱动因素对产水量空

间异质性的解释力,q值为0~1,q 值越大,表示驱动

因素对产水量空间异质性解释力越强。
(2)交互作用探测。探测驱动因素两两共同交互

作用对因变量空间异质性解释力的大小,交互作用类

型见表1。
表1 交互作用类型

判断依据 交互作用

q(X1∩X2)<min[q(X1),(X2)] 非线性减弱

min[q(X1),(X2)]<q(X1∩X2)<max[q(X1),(X2)]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q(X1∩X2)>max[q(X1),(X2)] 双因子增强

q(X1∩X2)=q(X1)+(X2) 独立关系

q(X1∩X2)>q(X1)+(X2) 非线性增强

1.3.3 情景模拟法 假设在某种情景下,土地利用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维持稳定,该情景下计算出的产

水量为模拟产水量,实际产水量与模拟产水量的差值

就是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影响量,土地利用变化

和气候变化双重影响下的产水变化量与土地利用变

化影响 量 的 差 值 即 为 气 候 变 化 对 产 水 量 的 影 响

量[13,18]。计算方法为:

WL=WO-WS (9)

WC=WT-WL (10)
式中:WL为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影响量(m3);WS为

模拟产水量(m3);WO为实际产水量(m3);WC为气候变

化影响对产水量的影响量(m3);WT为土地利用变化和

气候变化双重影响下的产水变化量(m3)。

1.4 参数处理

InVEST产水量模型所需的数据为1990—2018
年降水量、参考作物蒸散量、土地利用类型以及植物

可利用含水量、Zhang系数、生物物理参数表、子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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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壤深度。数据处理及模型检验见表2,所有数据 均以300m空间分辨率重新采样。
表2 参数及本地化处理

参数 本地化处理

降水量
1990—2018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及周边共17个气象站点日降水量数据,计算得到年降水量数据,用ArcGIS中反距离权

重法进行空间插值处理,得到降水量空间栅格数据

参考作物蒸散量
基于1990—2018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及周边共17个气象站点日最高温、日最低温、日平均气温、日平均风速、日平均相

对湿度和日照时数,采用校正的Penman-Monteith公式计算,然后再通过ArcGIS中反距离权重法进行空间插值处理

植物可利用含水量 利用土壤普查数据,土壤质地组成进行计算

Zhang系数
通过调节季节参数Z,对流域产水量的输出结果进行校准。模拟得到莺落峡流域29年的平均产水量为4.64×108m3,

与实际多年平均产水量4.18×108m3最为吻合,模拟效果最好,模拟精度为89.0%。确定Z 系数为2.45
生物物理参数表 生物物理表中土地利用类型的系数来源于文献[12-14]和InVEST模型推荐的参数获得

子流域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通过ArcGIS中的水文分析工具生成子流域

土壤深度 基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下载的第二次土壤调查数据库生成土壤深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时空演变

2.1.1 空间分布 由图2可知,祁连山国家公园多

年平均产水量空间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呈现出自西

向东递增趋势。综合分析表明,气候因素和土地利用

类型共同建立产水量分布模式。祁连山国家公园实

际蒸散量主要受到气温、土地利用类型和降水量的影

响,主要表现为林地实际蒸散量高,草地和未利用土

地实际蒸散量低。产水量高值区位于以林地为主的

天祝藏族自治县、门源回族自治县和山丹县,平均产

水深度为100~200mm,尽管实际蒸散量相对较高,
但是该地区降水量高,是祁连山国家公园多年平均降

水量最丰沛的地区,降水量远大于实际蒸散量,导致

产水量较高。产水量低值区位于以未利用地和草地

为主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自治县,平均产

水深度为0~50mm,尽管实际蒸散量低,但是西部

地区降水量少,甚至出现实际蒸散量大于降水量的情

况,导致产水量少。从时空变化来看,1990—2000年

(图3a)和2000—2010年(图3b)祁连山国家公园的

大部分地区产水量变化不明显,只有南裕固族自治

县、祁连县和天祝藏族自治县的东部地区有明显的变

化,且以增加为主。2010—2018年(图3c),只有西部

地区的肃北蒙古自治县和德令哈市的产水量变化不

大,其余地区产水量的变化明显,且以增加为主。

2.1.2 时间变化 从时间分布来看(图3d),1990—

2018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多年平均产水深度为50.05
mm,多年平均产水量为2.61×109m3。1990—2018
年产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增加趋势为0.56×108

m3/a,产水量最高值为4.33×109 m3,出现在2018
年,最小值为0.96×109m3,出现于1991年,年际波

动幅度较大。1990—2018年研究区多年平均降水深

度为251.97mm,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26×1010m3,
从降水量年际波动趋势来看,降水量与产水量波动趋

势一致。利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发现,降水量与产水

量通过0.01的显著检验,相关性系数为0.96,表明降

水量年际变化是产水量年际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产
水量的年际波动变化是降水量的年际变化所导致的。

2.2 产水量空间相关性

全局MoranI指数的结果显示,多年平均产水量的

MoranI指数为0.66,且通过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产水量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反映出祁连

山国家公园全域产水量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应用局部

MoranI指数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区产水量空间集聚特

征,局部MoranI指数的结果见图4,表明祁连山国家公

园多年平均产水量整体上以高-高、低-低和不显著的

聚类为主。研究区东部为高-高聚集区,西部为低-低

聚集区,反映出产水量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2.3 产水量空间异质性驱动因素分析

单因子探测器结果表明,8个因子对产水量的空间

异质性的影响都通过0.1%显著性检验。年均降水量和年

均气温对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最高,分别为70.1%
和35.9%,对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影响

最大;实际蒸散量、土地利用类型和NDVI对祁连山国家

公园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分别为20.1%,12.9%,

12.6%,解释力主要在10%~30%,对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

量空间异质性有一定的影响;坡度、高程和坡向的解释力

分别为7.0%,2.5%和0.4%,解释力<10%,对祁连山国家

公园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影响较小。
交互探测结果(图5)表明,任意2个因子共同交

互作用对产水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均高于单因子

独自作用,都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在研

究区中,降水量与实际蒸散量、降水量与土地利用类

型、降水量与 NDVI和降水量与高程的交互作用解

释力较强,分别为94.2%,91.6%,79.9%和79.0%。
前列交互组合中均包含降水量,进一步证实研究区产

水量空间格局主要受控于降水量,与单因子探测结果

相印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土地利用和高程因子独

461 水土保持学报     第37卷



立解释力较弱,但二者与气候因子中降水量和年平均

气温的交互作用后均表现出显著的增强作用,表明土

地利用和高程因子通过与气候因子的相互作用后,在
产水量空间格局中起重要作用。

图2 产水量、气象要素、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分布

图3 产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和产水量的年际变化

图4 产水量局部自相关分析

各因子不仅通过交互作用增强对产水量空间异质

性的解释力,而且其对产水量的影响还受控于环境梯

度。当降水量增大时,在更低的实际蒸散量及NDVI下

即可观察到80mm及以上的产水量(图6a、图6b),且产

水量高值区逐渐向4500m附近的海拔区聚拢(图6c)。
当海拔升高时,温度对产水量的抑制作用削弱(图6d)。

为进一步剖析降水量和土地利用类型在海拔梯

度上对产水量的影响,基于祁连山国家公园海拔间隔

200m对1990—2018年产水深度(单位面积的产水

量)、降水深度(单位面积的降水量)和各土地用类型

面积占比进行平均值统计,观察其在海拔梯度上的变

化(图6e)。结果表明,随着海拔升高,产水深度与降

水深度的变化趋势一致,都表现为“W”型变化趋势,
且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草
地、林地和耕地面积占比先增后减,水域和未利用土

地面积占比先减后增。可见,不同海拔产水深度的不

同与降水深度和土地利用有关,且降水深度为主要驱

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降水深度的变化速率大于产

水深度的变化速率,主要是土地利用面积占比变化的

原因。在3200~4400m海拔处,降水深度大幅度

下降,而产水深度却几乎保持平稳,但是林地和草地

的面积占比却在不断下降,未利用土地的面积占比不

断增加,且已有研究[7]表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产

水能力(产水能力是指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不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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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类型的产水深度)依次为未利用土地>耕地>
草地>林地>水域。因此,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占比

的变化缓冲降水深度变化对产水深度的部分影响。

2.4 产水量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响应

由于建设用地占总面积的0.02%,对产水量影响

甚微,在此不予考虑。未利用土地和草地的多年平均

产水量最大,分别为10.84×108,10.65×108 m3,其
次是林地(4.44×108m3)、耕地(0.11×108m3)、水域

(0.02×108m3)。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的面积大小不同,并不能说明产水量越高的土地

利用类型产水深度更大。产水深度最高的是耕地

(84.81mm)和林地(70.58mm),其次是未利用地

(49.60mm)、草地(47.91mm)和水域(0.58mm),主
要是各土地利用类型与其所处的气候条件综合作用

的结果,且气候因素为主要影响因素。耕地和林地主

要处于降水高值区,使耕地和林地的产水深度高。耕

地与林地相比,林地的根系可以有效地截留降水,同
时密集的冠层具有巨大的蒸腾作用,农田因为农业机

械的使用进一步加剧土壤压实,往往产生更多径流;
而未利用土地、草地和水域主要分布于降雨量低的西

部地区,使未利用地、草地、水域产水深度较低。其中

未利用土地只能过滤小部分水,降水将直接渗入地面

或形成径流,相比之下,草地截留部分降水,产水深度

相对未利用地较低,而水域直接暴露在环境中,蒸散

量最大,产水深度最低[19]。

注:X1、X2、X3、X4、X5、X6、X7、X8分别为土地利用类型、年

平均气温、年均实际蒸散量、年均降水量、NDVI、高程、坡

度、坡向。下同。

图5 各因子交互作用探测

图6 不同环境梯度下各驱动因素对产水量影响的变化

2.5 产水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单因子探测结果(图7a)表明,不同时间段的主导因

子可能不同,1990—2000年和2010—2018年时,降水量

变化对产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解释力占主导地位,其次

为实际蒸散量变化。2000—2010年时段实际蒸散量变

化对产水量变化的空间分的解释力占主导地位,其次为

降水量变化。在2000年以后,土地利用变化的解释力比

2000年以前的解释力大幅度提升2倍以上,达到17%,
仅次于降水量变化和实际蒸散量变化的解释力,说明

2000年以后的土地利用发生较大变化,对产水量变化的

空间分布产生较大影响。交互探测结果(图7b~图7d)
表明,降水量变化和实际蒸散量变化的交互作用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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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最大,为87.0%~92.8%,其次是降水量变化和土地利

用变化交互作用的解释力,为44.4%~86.0%,可见降水

量变化和实际蒸散量变化、降水量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

的交互作用是产水量变化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素。
虽然高程的解释力很低,但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明

显增强其他因子的解释力,尤其是温度、土地利用和

实际蒸散量变化的解释力,表明高程对产水量变化的

空间分布起到一定作用。
基于情景模拟法,探讨整个研究区总产水量对气候

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假设在1990—2000年、

2000—2010年和2010—2018年祁连山国家公园土地利

用不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设置3种情景。分别为2000年

的气候和1990年的土地利用;2010年的气候和2000年

的土地利用;2018年的气候和2010年的土地利用。模

拟出2000年、2010年和2018年的产水量。结果(表3)
表明,1990—2000年实际产水量增加0.134×109m3,其
中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产水量减少0.082×109m3,对产水

量变化的贡献度为-63.4%,而气候变化使得产水量增

加0.216×109m3,对产水量的贡献度为163.4%,可知该

时段气候变化对产水量产生主导的正向作用,土地利用

变化对产水量产生负向作用。2000—2010年实际产水

量增加0.617×109m3,其中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产水量减

少0.003×109m3,对产水量变化的贡献度为-0.5%,而
气候变化使得产水量增加0.62×109m3,对产水量的贡

献度为100.5%,可知该时段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产生

负向作用。2010—2018年时段实际产水量增加1.75×
109m3,其中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产水量增加0.008×109

m3,对产水量变化的贡献度为0.5%,而气候变化使得产

水量增加1.737×109m3,对产水量的贡献度为99.54%,
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都对产水量产生正向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利用变化对不同时段的产水量变

化的贡献度差异较大。通过计算各时段土地利用变

化对产水量的正向作用与负向作用来进一分析造成

此现象的原因。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

量的正向作用影响量为0.002×109m3,负向作用影

响量为0.084×109m3,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正

向影响远小于负向影响,几乎没有正向作用和负向作

用的抵消,使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影响较大。

2000—2010年和2010—2018年土地利用变化对产

水量的正向作用影响量分别为0.064×109,0.075×
109m3,负向作用影响量为0.067×109,0.066×109

m3,正向作用和负向作用相差不大,出现强烈的抵消

作用,使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影响较小。
此外,情景模拟法中土地利用变化对总产水量的

影响力(贡献度的绝对值)持续下降,与地理探测器的

结果相反。是因为情景模拟法基于整个研究区总产

水量进行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正向作用和

负向作用出现相互抵消,地理探测器基于栅格数据进

行分析,没有土地利用面积转化对产水量的正向作用

和负向作用的相互抵消。综合上述分析,土地利用变

化对产水量的相互抵消作用越来越强烈,导致土地利

用变化对总产水量的影响量持续下降,但是正向作用

和负向作用的绝对值之和却越来越大,即土地利用变

化在空间上导致的产水量变化越来越大,土地利用变

化对产水量空间变化的影响力持续上升。

3 讨 论
利用1990—2018年气象数据,通过InVEST模

型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产水量进行准确评估。研究

结果表明,近30年来,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显著上

升,且与降水量波动趋势一致,说明降水量对产水量

有明显的影响,与黑河流域上游[14]及祁连山地区[20]

的研究一致。产水量空间分布呈自东向西逐渐递增,
高—高聚集区集中在东部,低—低聚集区集中在西

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可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

态系统产水量重点区域的决策与规划提供依据。东部

的产水量“高—高”集聚区域,可作为生态系统产水量重

点功能区加以规划保护,以维持生态系统产水服务功能

稳定性,同时需要加强防洪涝工程建设,避免发生洪涝

灾害。西部产水量“低—低”聚集区,降水量少,植被单

一,生态系统脆弱,容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因此,应进

一步减少人类在该区域的活动,重点保护生态系统稳

定和生物多样性。
通过地理探测器量化产水量主导因子及多因子

耦合的解释力发现产水量空间异质性受到降水量、实
际蒸散量、温度、土地利用、NDVI、高程和坡度等因

子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降水量是祁连山国家公园产

水量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影响因子,解释力达到70.1%。
与国内学者在青海湖流域[2]、中国典型流域[7]等区域

得出的结论类似。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降水量与

实际蒸散量的交互作用以及降水量与土地利用的交

互作用控制着整个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产水格局,与刘

美娟等[2]、郑续等[21]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降水

量、实际蒸散量和土地利用类型是主要驱动因子,但
不能否认其他因子对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本

研究发现,海拔体现气候因素和土地利用的综合差异

性,间接地对产水量空间异质性产生影响,产水深度

随海拔的升高呈现出“W”型变化趋势,表明在产水量

的管理中,应综合考虑不同海拔、气候因素和土地利

用三者之间的产水特征的差异。
降水量和实际蒸散量直接影响产水量的形成和

变化[21]。流域产水量受水文循环中地表实际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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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土壤水分状况和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影响[22]。
土地利用对产水量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是复杂的,土地

利用类型通过改变下垫面状况、土壤物理特性、地表

粗糙度、地表反射率、局部水汽循环和地表径流等水

文过程来影响区域实际蒸散量和降水量,特别是实际

蒸散量,进而影响产水量[23]。本研究通过地理探测

器和情景模拟计算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

影响力表明,气候因子变化是祁连山国家公园近30
年来产水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对总产水量变化产

生正向作用,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变化也起到相

当重要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土地利用变化主要

对产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影响较大,对总产水量的影

响并不大,主要是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正向

作用和负向作用的相互抵消所导致。与 Mo等[24]在

东江流域研究结果一致,气候变化是产水量变化的主

要因素,虽然人类活动显著影响土地利用的变化,但
土地利用变化对总产水量影响不大,其更可能影响产

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

图7 因子探测结果

表3 气候与土地利用变化对产水量的影响

年份
WO/

(×109m3)
WS/

(×109m3)
WT/

(×109m3)
WL/

(×109m3)
WC/

(×109m3)

(WL/WT)/

%

(WC/WT)/

%
1990—2000年 1.973 2.055 0.134 -0.082 0.216 -63.4 163.4
2000—2010年 2.590 2.593 0.617 -0.003 0.620 -0.5 100.5
2010—2018年 4.335 4.327 1.745 0.008 1.737 0.5 99.5

  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

果,未来既要考虑气候对产水量的影响,又要合理利

用土地资源,保障水资源安全,同时兼顾其他的生态

系统服务。例如,在以干旱地区为主的祁连山国家公

园,造林尤需注意气候条件和树种多样性,既要考虑

树种对当地气候的适应性,又要把握好树种蒸散作用

与降水量二者间的平衡,不适当的大规模植被恢复存

在加剧干旱进而威胁土地可持续性的可能性[25]。
虽然,本研究利用InVEST模型对祁连山国家

公园产水量进行模拟,反映出产水量的时空格局。但

由于InVEST模型简化汇流过程,只输入自然数据,
忽视社会因素,且模拟结果是年产水量,无法反映产

水量变化的次年(例如,季节性、月度或每日)模式,使
模拟出来的结果与实际存在一些偏差。本研究还从

土壤数据库中获取根深和土壤数据输入到模型中,数
据的空间分辨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模型的模拟

精度。此外,本研究只在全域的尺度上研究祁连山国

家公园全域产水量的驱动因素,而没有在不同尺度上

研究驱动因素的大小。未来的研究将在不同尺度开

展产水量的归因研究,以揭示不同尺度产水量时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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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主导因素,使结果能更好地应用于决策中。

4 结 论
(1)1990—2018研究区产水量以0.56×108m3/a的

速度显著增加,平均产水量为2.61×109m3/a。从空间分

布来看,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空间分布呈现出自西向东

递增的趋势,产水量和降水量的空间分布高度一致;
(2)降水量是影响祁连山国家公园产水量空间异

质性的主导因子,其解释力为70.1%。值得注意的是

双因子交互增强了其影响力,其中降水量与实际蒸散

量交互作用解释力达94.2%,降水量与土地利用类型

交互作用解释力达91.6%。
(3)产水深度随着海拔的升高,表现为“W”型的变

化趋势,产水深度高值区位于海拔3200~4600m处。
(4)1990—2018年气候变化是产水量变化的主要驱

动因子,对总产水量的影响为正向作用。其次为土地利

用变化,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对产水量变化的空间分布影

响较大,对总产水量的影响并不大,且多为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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